
语言学 语言教育 名人名家 学者文集 学术动态 资源 站长原创 相册 站务公告 留言版 返回首页 

新闻媒体“方言言说”的社会成本分析 

来源：英特网 时间：2007-5-30 23:17:35

邵培仁 潘祥辉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4357704.html
 

[摘要]在媒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方言言说”成为当下相当一部分新闻媒体的表达方式，然

而作为社会公器，媒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却背离了其应负的社会责任。本文引入经济学“社会成

本”及“边际成本”概念，从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维角度解读“方言言说”这一现象，区分 “公

利”与“私利”，对“方言言说”泛滥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作了深入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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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新闻媒体尤其是地方媒体为了提高收视

（收听）率，开始使出浑身解数，从“小众化”到“本土化”，从内容到形式，积极寻求自救与营利之

道，探寻做大做强的“传播策略”。“方言言说”（Dialect discourse）就是这种背景下祭出的一大法宝。

2004年年初，方言版《猫和老鼠》风行于市，四川话、陕西话、东北话、上海话… …各种版本大行

其道。“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真猫。”只要有收视率，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杭州电视台的

《阿六头说新闻》、湖南经济电视台的《越策（长沙话：调侃）越开心》，上海电台的《谈天说地

阿富根》等方言节目相继亮相，节节攀升的收视率又使得全国其他地方电视台纷纷效仿。一夜之

间，各地的电台，电视台都在大搞“方言工程”，据统计，成都用方言播出的节目就有六七十个，占

总节目量的四十分之一。[1] 低投入，高产出。“方言”这一表达方式似乎成了占领本土市场，提高市

场占有率的绝佳武器。  

  尽管有不少声音为媒体这一另辟蹊径的“创新”举措叫好，更有论者把这一现象解读为媒体在多

元文化背景下探索新闻本土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有益探索”[2] ，然而蜕去“多元

化”、“本土化”、“平民化”、“原生态”的虚美外衣，我们看到的却是媒体追求经济利益，舍弃社会责任

的“良苦用心”。  

  运用经济学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及“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可以

使我们看得更清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学者R.H.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把“社会成

本”定义为“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3] “边际成

本”则指产量增加一单位，所引起的成本变动量。如增加一吨货物的成本是10元，而由此增加的运输

成本100元就是边际成本。可见，不考虑社会成本及边际成本去分析一个“赢利模式”是不全面的。社

会成本及边际成本的一部分可以用货币来度量，但也有一部分涉及到心理的感受或无形的损失，

如“负担”、“辛苦”等则无法用货币来度量。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媒体通过“方言包装”这一“绝佳创

意”赢得了市场与利润，自身付出的是很低的成本，可谓赢利，然而其付出的社会成本及边际成本却

很高。 

  “方言言说”挑战普通话的权威地位，置全局于不顾，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资源的配置，增



加了社会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文化成本及教育成本等等。 “卓越的决策者，在传播谋

略的运筹和决断中考虑有用原则时总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而狭隘的或自私的决策者则不是

只顾本部门就是只顾他自己。”[4] 可见“方言言说”的本质即是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却背离了应负的社会

责任，转嫁了社会成本。自家得利，社会买单。  

  一、“方言言说”缺乏法律授权，增加了社会的行政成本  

    “推普”是国家的法定方针。从法律层面来看，各类媒体用“方言”（这里仅指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

而非社会变体）符号作为新闻叙述语言于法无据。普通话的法定地位是《宪法》赋予的，《教育

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都有明确规定。五十多年来，国家在“推

普工作”上不遗余力，出台了数量可观的法律、政策、条例，也一再要求新闻媒体率先垂范，然

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下的各类“方言言说”节目形态置法律政策于不顾，公然抵触国家的相关

法令，其结果是抵消了国家的推普努力，延缓了推普进程，也削弱了法律法规的刚性力量，极大地

增加国家的法律成本和行政成本。在继一系列的文件下发后，2004年10月18日，国家广电总局再一

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一律不得播出用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即可

视为这种“有令不行”现状的绝好注脚。  

    那么，“推普”工作的必要性是否值得怀疑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

家。境内语言有七八十种之多，“按照国内语言界的传统看法，这七八十种语言分属五大语系”[5] ，

而作为汉藏语系的汉语内部，亦存在不同的方言，目前一般认为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

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可谓“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方言林立的现状

给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语文生活也与中国的国

家形象极不相称。因此需要通过官方的力量进行语言规划，推广民族共同语。从古代的“雅言”、“通

语”、“天下通语”、“官话”、到近代的“国语”，都曾被用作民族共同语。解放后，国家开始运用行政力

量进行的语言规划，首先确定了“普通话”的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正如伦敦方言成为英吉利共同语的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多斯

岗方言成为意大利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由于文化的原因一样，北方方言成为中国民族共同语的原因

是因为北京是辽、宋、元、明、清的都城，近千年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这种中心地位使北京话

理所当然成为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

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条文写进了宪法。2000年10月31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本法第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第十四条规定“下列情

形，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一）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 … ”；“一个

国家的法定语言或官方语言就像这个国家的国旗和国徽一样，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也是国家

身份和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6]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推普工作不尽人意，还待加强，而作为推普

阵地的媒体却热衷于“方言言说”，可见其已经背离了国家的语言政策的底线，以“本土化”之名游走在

政治、法律、政策的边缘，在给自身带来利润的同时却增加了国家的相关行政成本。“尽管多年来国

家和地方制定了许多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对社会语言文字混乱现象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但在建立

完整的、系统的、适合今天语文生活发展的法规建设方面仍显得滞后。”[7] 应该说，在这方面，媒

体要作的建设性的努力还有很多。  

 

二、“方言言说”减弱了媒体传播功能，增加了社会的整合成本  

    媒体的传播功能包括“文化传播功能（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并不断教育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使

社会成员享有同一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监视环境、社会调节、娱乐共享的功能，

又在参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经济的运行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



能。”[8] 这是对媒体传播功能比较详尽地概括。实际上，早在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的先

驱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归纳了传播的三种主要社会功能：（1）监视

环境功能；（2）协调社会关系功能；（3）传衍社会经验。可见媒体除了传递信息之外，也承担着

社会整合功能。作为整合社会的重要工具，媒介通过其“议程设置”的“软性权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

们的思想，塑造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媒休对社会的整合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从宏观角度看，涉

及到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整个社会结构；从中观角度看，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关系；

从微观看，涉及到社会心理平稳和个人的社会行为。”[9] 媒体的社会责任之大可见一斑。传播学理

论告诉我们：传播者通过大众传播向受众传递信息或意见，首先必须选择受众能理解的传播符号。

语言作为最常使用的传播符号，不但具有符号意义，往往还具有文化意义。选择哪种语言作为传播

代码，往往折射出传播者的主观意图。新闻传媒的“方言言说”舍弃人所共知的普通话的编码方式，

采用“方言编码”，制造出所谓的“方言文本”以适应地域文化、地域人群的需要，彰显出强烈的地域色

彩，“私家色彩”，从媒介的公共功能而言，这违背了其“社会公器”的性质，消解了主流文化，客观上

容易造成“一方独大” “唯我独尊”的社会心理，不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交流与整合。许嘉璐

先生就说过，如果通用语不通行，“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全民族之间感情的融洽”，并指出近年来广东

一些人的“粤语优越感”，“其实也是民族感情的离心感。” [10]  

    应该承认，语言是有暗示作用的。语言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语言社会功能来看，

它是维系心理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重要力量。“作为语言再现事实的有机整体，新闻文本的

意志和社会意义具有不同的效果。文本可以超出报道者的语境所有的种种历史的、心理的、社会的

限定，表现出更广泛、更重要、更奇特的意义。”[11] 媒体的“方言言说”立足于狭窄的本土，“接近一

部分受众而排斥甚至完全屏蔽另一部分受众”[12] ，其负面的传播效果显而易见的。“方言言说”所彰

显的强烈的地域色彩也使某些低俗的、顽固的、保守的元素披上了文化的华美外衣，得到了某种强

化。地域文化当然有它的价值与地位，却并不一定要通过方言这种形式来加以表达与强化。在“方言

语境”所形成的语义场中，糟粕也很容易曲解为精华。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言语境下形成的“狭隘的

地域文化观最终会排拒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13] 。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整合

的。陈水扁为了搞台独，大行“去中国化”政策，妄图通过改变“国语”的法定地位来分裂中国，即是通

过语言进而从文化上分裂族群的典型做法；而与此相反，香港凤凰卫视倡导“全球化视野、大中华概

念”，为了扩大其在华人圈中的影响，整合华人社区，毅然采用普通话作节目，为传承中国文化，团

结全球华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事实证明，新闻媒体用民族共同语编排节目（栏目），不但不会削

弱其影响力，还可以扩大其传播范围、有效地实现其传播功能，切实承担起传递信息、引导舆论、

传承文化的重任。舍内容而求形式的“创新”，局限于方言形态的“小众传播”，无法承担其应有的社会

责任，只能导致媒介传播功能的减弱与缺位，这种做法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民族凝聚力的塑造，

必然增加社会的教育成本、文化整合成本。  

    三、“方言言说”形成了新的“话语霸权”，增加了社会的交际成本  

    语言首先是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存在的。和文学一样，新闻是也是语言的艺术。借助对语言符号的

编码（encode）和解码(decode)完成信息的传递过程。从新闻作品的语言类别来看，新闻语言应该包

括新闻人物的语言和叙述人的语言，但如果新闻当事人（采访对象）用的是普通话，而叙述人用的

反而是方言，那只能说这种人为制造的“方言文本”实属“硬作”，而现实中很多方言节目正是如此，给

人以不伦不类之感。实际上，新闻媒介采用何种符号来传递信息除了要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

规定外，还要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和理解原则。如果一种语言的使用不经济，不容易理解，那么这

种语言所要付出的交际成本就大。一广西籍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听到的却是“该死”；上政治

经济课，广东籍教师却反复讲“西游记”，同学们半天才知这一课说的是“私有制”。可见在人际交往日

益频繁的今天，相比之于普通话，“方言言说”的交际成本要大得多。以某媒体的一篇方言报道《路



见不平一声吼》为例：“ … …昨天中午2点多，我从凤起路、中河路骑车过来，快要到体育场路口

时，只见毛十个一群的男伢儿在路旁边逛。格辰光，只看到其中一个最小的大眼睛、卷头发伢儿朝

一个遇着红灯慢骑的女子跑过去，手脚轻快地拉开女子挂落后腰间的小皮包拉链。我在后面看得煞

煞清爽，大吼一声“喂”，小偷儿连忙缩手，格女子也回过头来晓得发生了啥个事体，连忙道

谢… … ”、“格辰光”、“煞煞清爽”，令人费解。[14] 作为大众媒体，不知那些不懂当地土话的读者要

多花费多少脑力才能扫除“传通障碍”，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而用普通话词汇“这时”，“清清楚楚”来

指代，不是更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吗？  

    所以，新闻媒体运用这种“方言言说”，哪怕主观上是为了照顾当地人的“方言情结”或者满足非当地

人的“好奇心理”，但客观上却人为地设置了语言障碍，抬高了语言交际和信息传播的成本，也形成

了方言形态的话语霸权。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节目本来就是只给方言区的人看的，受众定位就在本

地市场，不存在增加交际成本和话语霸权的问题。且不说这种只看市场的作法对不对，从语言的角

度分析，汉语的方言千差万别，即使同一方言区，也不易沟通。如闽方言区可以分为闽北、闽南、

闽东三个次方言，闽南方言又可以分为“闽南”、“潮汕”、“海南”等土语群，即使是同一种土语，也有

老派方言和新派方言的差别，相互之间也是存在交流障碍的。如上海话，老年人

对“烟”和“衣”，“简”和“既”分得很清楚，而年轻人却不分了。究竟哪一种才是正宗的方言呢？云南方

言配音的电视喜剧片《春光灿烂猪八戒》在YNTV－6正式开播之际也遇到了难题：“由于是用方言配

音，所以制作难度较大，特别是在选用哪种方言，才能体现剧中人物个性方面，煞是让导演伤透了

脑筋。”[15] 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故“方言言说” 想要沟通便利却无法便利沟通，想要追求平

等实际上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  

    “理论上语言是一律平等的，现实中语言是有强有弱的。”[16] 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新闻媒体通

过“方言言说”来“保方抗普”、彰显独立身份毫无必要，尽管方言作为语言的活化石，对于研究汉语

史、地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也仅仅只能存在于研究层面。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论语言地位

还是交际价值，方言都是无法和普通话相提并论。把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既

是行政力量推行的结果，更是语言自身发展的结果，“在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

汉语数千年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不断南迁在南方

逐渐形成的”。[17] 可见汉语的各大方言本来就是同源的，不同只在于进化的历史不一，而北方方言

的进化程度高（如北京语音没有入声，只有阴、阳、上、去四个调类等），影响力大，逐渐取得共

同语的地位。再者，普通话也是各大方言的“公分母”，她与方言从来就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

如普通话的词汇从吴方言中吸收了“尴尬、垃圾、懊恼、货色、龌龌”；从粤方言中吸收了“酒楼、买

单、打工、炒鱿鱼”等，所以推普并非要消灭方言，而只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语言工具，整合社会文化

资源，消除语言隔阂，减少交际成本。而媒体无处不在的“方言言说”倒是造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的势

不两立的表象，似乎两者既不同源，也不同道。要知道，国家的推普目标在于“普及共同语”，尤其

是在“政府机关”、“学校教育”以及“公共场所”普及共同语，是要“消除方言隔阂”而并不是要“消灭方

言”。故媒体打着“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国的”、“抗拒普通话话语霸权”等等的旗号实际上是毫无意义

的，如果说有意义的话，那也只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制造了新的话语霸权罢了。  

    信息传播与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发生的。“言语交际行为一旦发生，语言环境便会同

时发生，并对言语交际进行干预和制约。可以说，言语交际的过程也是语言环境构建的过

程。”[18]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该本着自律精神，遵纪守法，站在全局的高度致力于良好的语

言环境的创设，为净化当前混乱的语言环境，改善和提高群众语文生活的质量尽一已之力，因为一

个良好的语言环境是交流顺利畅通、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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